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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典》（1998 年 11 月 13 日颁布，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分则
第 21 章规定的是“包庇与窝藏罪”。其中第 257 条规定的是“包庇罪”，
第 258 条规定的是“使刑罚无效”。该条规定：一、故意使他人因犯罪








《日本刑法典》（1907 年 4 月 24 日法律第 45 号）和《日本改正刑
法草案》（1974 年 9月 29日法制审议会总会决定）都有“容隐”的规定。














Legal System And Society
还是《日本改正刑法草案》，基于人伦关系的考虑，对近亲属犯窝藏、包
庇罪的，都作了不予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之所以这样规定，就
是立法者考虑和宽容了基于人类最本能的爱护亲属之情而为的违法
行为。亲属之爱，手足之情，是人们最本能的情感，人们在发出这种本
能情感时，通常是不计其他关系和利害的，是不假思索的。法律不可
能期待有人为遵守法律而忍心将自己犯法的亲属交付国家审判，眼睁
睁地看着自己的血肉至亲受到刑法的制裁。很显然，这种帮助亲属逃
避刑法制裁的行为是没有期待可能性或者我们对其期待的程度会有
所降低，所以应当免除或者减轻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这也是各国相类
似规定的合理性所在。这些规定与我们的“亲亲相容隐”制度可谓有
异曲同工之妙。
三、“亲亲相隐”制度的现实价值
人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固有属性和后天发展起来的精神品格。
因而它表现为人的自然本性和社会本性。“亲亲相容隐”所体现的对
于人文的关怀即是作为人的自然本性的一种体现；人们生活在基于血
缘、婚姻或情感而联系在一起的称之为“家庭”的群体之中，那么在长
期的家庭生活中形成的成员之间的亲爱之情便是人的社会本性的典
型表现。从趋利避害的角度看，不希望自己的亲人受到严酷刑罚的惩
罚，至少不要通过自己的举报检举而使其受惩罚，是人们基于血缘或
婚姻关系而产生的本能选择，是符合人性的。因此，“亲亲相容隐”制
度是符合人类基本的伦理观念和人性基础的。用今人的眼光来剖析
这一从我国秦代一直沿用到民国的法律制度，它对于我们当今社会应
当说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一）“亲亲相容隐”制度有助于维护稳定与相互信任的社会关系
社会的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石，家庭诗社会的基本单元，因而家
庭是否稳定将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亲亲相容隐”这一制度
对于亲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友爱提供了法律保障。而对这一制度的
摒弃和禁止，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这种信任和友爱，给家庭关系
的稳定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给家人给本人都会带来巨大的压力。
（二）“亲亲相容隐”制度在现代社会依然是符合人性、人道的，体
现的是社会对个人的关怀
社会的发展进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让社会成员的每个个体感
受到关怀。“亲亲相容隐”制度能够让涉嫌违法犯罪的人及其亲属体
会到法律对家庭、对亲情的价值的肯定，使他们免受亲情伦理与国家
法律冲突的煎熬，使法律和人性关怀达到一个结合。同时，也可以使
得他们在更加理性的情形下思考面对的问题，作出正确的决定。
（三）“亲亲相容隐”制度将有利于证人出庭制度的完善
我国在 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实施了庭审方式的改革，
改变过去由法官直接调查证据的模式，确定了控辩双方向法庭的举证
责任，要求当庭举证、质证、认证。如果证人不出庭作证，新的庭审方
式就无法得到真正有效的实施。然而在现今的司法审判中，证人出庭
作证的案件少之又少。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司法实践中将证人有作证
的义务解释为不履行此义务可以强制其履行。但如果把特定身份的
人也列入强制的范围，势必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无辜的亲属逼上
两难的境地。他们要么违法作证，要么违心作证，有悖于法律的文明
进步和人道主义精神，给证人出庭制度蒙上一层阴影。
（四）“亲亲相容隐”制度使得法律更有人情味，也更有利于法律制
度的实现
首先，有利于保障证据的真实性。法院在采信证据时要对证据进
行分析研究，找到它们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客观联系。对言词证据的审
查更是不能忽略证词的提供者的身份。如果证人与案件有着一定的
利害关系，那么证人会出于感情，自觉不自觉地在作证时有所选择，避
重就轻，这对查清案件事实有害无益。其次，有利于大多数人遵守和
服从法律。法律应当以“中人”的标准，一方面尊重、赞赏大义灭亲者
的行为，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大义灭亲的群众基础。
四、现行法律制度对“亲亲相隐”制度的借鉴
法律规范是以一般人、普通人为标准的。一般的、抽象的法律规
范，是着眼于一般化的正义，但同时应当考虑到在实施过程中不能出
现损害个别化正义的结果。因此，法律在设立一般规范的同时，应当
设立一些特殊规范，使一般化正义与个别化正义相协调，避免二者过
于矛盾。无论是从解决我国证人作证制度的难题还是基于对人性、家
庭关系的重视，亦或是基于对国外普遍做法的借鉴，我们都应当重新
考虑“亲亲相容隐”制度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价值。基于我国现
行的相关刑事立法现状，提出以下立法建议：
首先，在相关证据立法中作出允许“亲亲相容隐”的原则性规定，
即明确亲属间有免证权。
其次，明确“亲亲”的范围，即“亲亲相容隐”的权利主体。笔者认
为由于这一制度对于法律的普遍性是一个冲击，因此应当严格限制其
范围。目前将规定为我国《民法通则》中所确定的近亲属的范围较为
稳妥。
再次，修改现行刑法中所涉及“亲亲相容隐”权利主体的相关犯罪
的处罚。对于窝藏、包庇罪中对于近亲属的处罚应该借鉴国外的立
法，做相应的免除或减轻处罚。
最后，在赋予当事人“容隐”权利的同时，应当注重保障人权意识
的提高，加快侦查技术和手段的现代化，以降低这一制度本身的缺陷
带来的负面影响。
五、结语
在对于“亲亲相容隐”制度的选择上，我们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积
淀，同时世界上许多在现代意义上法治相对完善的国家也在不同程度
上选择了这一制度，这是我们不可否认的现实。面对这种共同的选
择，我们也应当承认这一制度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它在某些
方面或者价值选择上与我们人类的生活基础相契合。它是强大的国
家权力向人性的妥协，体现着法律对个体的关怀。那么，正确的看待
“亲亲相容隐”制度，公正的评价它，合理的开发它的价值，使它为我们
今天的法律建设作贡献，是我们应有的态度。经过对“亲亲相容隐”制
度否定之否定的利用，也许社会就是在这种否定之否定中点滴的进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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